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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中国创业型大学的现状，探索更有效的大学“知识与技术溢出”途径，本文对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及其环境影响因素和创业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343份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1）中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受到学科、国家资助情况、技术转移人员和机构支持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而经济区域和大学声誉无显著影响；（2）高校的创业导向将显著激发师生参加创业活动，主要体现为专利发明、衍生企业创办、产业合作、毕业生创业和博士生校外择业方面的创业绩效。研究结果在丰富创业型大学研究和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我国构建创业型大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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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way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13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disciplines, national funding and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aculties and institution mainly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le regions and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shows non-significant effects; (2)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stimul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mainly embodied in patents, spin-off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doctoral students choosing an outside career. The research results enriched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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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不仅成为知识转移的主体，也成为创新和创业的主体。以往研究表明，学术界、产业和政府间合作是促进区域技术开发、改进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维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1]。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学在协助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公认[2]，大学创业文化则成为其发挥经济驱动功能的关键因素。基于支持性制度基础，创业文化将刺激学者参加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最后重构大学教育的框架体系，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创业型大学”[3]。成为具有高创业导向的大学，有助于通过持续互惠的知识传播构建与产业的紧密联系，通过创业活动实现大学和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4]。
虽然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快速发展，针对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仍有限。为探究我国高校创业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情境下开展高校创业研究。我国高校科技投入已经从1985年的6 810美元研发基金迅速增长到2017年的184.01亿美元研发基金，大学在技术推广和商业化的各个领域也越发活跃。然而，尽管取得很大成果，我国创新体系的效率还有待提高。资源投入尚没有完全转化为创新绩效，高校与企业间合作依然薄弱，知识供应与需求的匹配度也远低于西方国家，成果难以有效转移到产业或市场[5]。因此，十分有必要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视角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

在我国独特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下，西方的高校创业理论、实践和政策框架难以得到全面应用[6]。因此，本研究聚焦于高校院系层次的创业导向和创业活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究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前因与后果，识别我国高校创业的独特特征，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导引。

1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高校创业导向
基于大学职能的延伸，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大学不应仅专注于教学和研究，还应向产业和社会传播更多新知识以驱动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探究大学的技术商业化和创业精神，主要出自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大学对收入多样化和成本控制的期望、学者研究成果转化的需要[7]。在此背景下，Etzkowitz等人提出创业型大学，将其界定为任何为提升区域或国家经济绩效、创造大学及其职工财务优势而从事创业活动的大学[8]。创业型大学是一个天然孵化器，它将为大学师生探索、评估和开发创业想法提供支持性环境[9]。在中国情境下，创业型大学是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根基，通过内部创业文化的培育形成大学-产业-政府紧密联系与外部互动机制、创造知识经济价值的高等院校。创业型大学的主要表征是创业导向的文化。目前大学创业的研究层次涵盖个人、院系和大学层面，其中院系层面由于具有学科差异和创业活动直接单位的代表性而受到集中关注。

基于现有研究，创业型大学的基本表征是其创业导向。高校创业导向是描述行为主体参与大学、院系和个人层面学术创业活动意愿程度的概念[10]。Mavi认为，高校创业导向可以推动创新和持续的研究调动，从而保持区域和国家经济的竞争优势[11]。针对大学创业导向的内涵，Todorovic等通过实证研究确定高校院系层次创业导向的四个维度，即研究动员、非常规性、产业合作和大学政策[10]。其中，研究动员体现为高校院系在研究产出方面的产业化导向和应用导向。非常规性反映高校院系在识别机会、采用非常规方法及打破传统大学环境方面的创新性和风险偏好。产业合作指教师和学生参与产业合作的程度和受鼓励程度。大学政策表现为学校对于创业的政策导向。根据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和研究层次的代表性，本文采用上述维度划分，选择高校院系作为我国高校创业导向的研究单元，以表征高校内部创业活动潜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1.2 高校创业导向的环境影响因素

高校创业导向的环境影响因素是指对高校创业导向形成有促进或抑制作用的内外部环境因素。面向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及外部财务资源获得被认为是影响高校创业导向文化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12]。其中，区域经济决定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基础，知识交换需求以及知识可获得性[13]。其可以通过风险资本丰富性、研发投入强度和产业发展情况等方面的输入影响高校研究应用导向，产学合作接受度和创业风险接受度，进而影响高校创业导向。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针对外部财务资源投入情况，国家资金资助被认为有利于高校创业氛围的形成[14]、降低高校财务负担、提高学术研究产业化。另一方面，国家资金投入也有可能引发高校创业惰性，降低寻求多样资金来源的主动性。目前我国高校财务资源仍以国家资金投入为主，因此本文将提出假设H2。面向内部，大学本身的历史因素和办学特点被认为是解释创业导向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从大学自身出发，其资源数量是衍生企业创办和师生创业的基础，与大学声望或声誉高度相关[15]。特别是在中国，排名前50大学的研发支出约占高等教育部门研发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高声誉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将为创业文化培育奠定重要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另一方面，高校技术知识商业化机构是培育高校创业文化的关键[16]。成熟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及人员投入将为高校创业者提供重要平台，进一步强化学术创业。因此，在中国情境下，假设H4和H5将检验技术转移投入能否影响高校创业导向。最后，由于不同学科的技术发展特征和需求不同，其学术创业者参与意愿可能会受到显著影响[4]。以往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更加积极参与创业活动，创业活动涉猎也更加广泛[1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6。

H1 在经济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我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将会存在显著差异。

H2 获得更多国家资金的我国大学院系总是表现出更高的创业导向。

H3 声誉较高的大学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其他大学。

H4 具有更多技术转移工作人员的院系比其他大学院系拥有更高的创业导向。

H5 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支持会显著影响我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

H6 不同学科的大学院系在创业导向上将存在显著差异。

1.3 高校创业绩效

高校创业绩效是指高校为提升与产业间的关系、有益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基于知识创造、交换与利用的创业活动产出[18]。Abreu和Grinevich将大学创业活动定义为“任何超出教学或研究的传统学术范围，具有创新性、风险性并使研究者个人或其所属机构获得财务回报的活动”[19]。在研究初期，相对传统的专利申请、发明公开、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创办得到更多关注[13]。这种硬性或者正式创业活动被认为是成熟创业型大学的有形产出。随着研究深入，一些非正式的创业活动（如咨询业务、合同研究、咨询工作和联合研究项目）由于能够通过软性渠道交换知识而受到关注，创业活动开始逐渐被归类为两种类型，即硬性和软性活动[4]，也即正式和非正式活动。一些学者指出，对非正式创业活动关注较少存在局限。Mody发现，咨询项目、联合研究等活动在大学创业过程中更为重要，且更加频繁发生，能够通过非正式沟通实现知识溢出[20]。还有研究开始关注毕业生创业活动[21]，学生创业被认为是大学与产业之间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带动大学技术和知识的外部化。Philpott等认为，非正式创业活动是正式创业活动的基础，应该成为大学创业初期的重要关注对象[4]。正式活动则比非正式活动更加具体，对成熟创业型大学更为有效。本文将从正式的专利、衍生企业创建和非正式的产学合作、毕业生创业和校外择业创业活动展开我国高校创业导向的结果研究。
在现有研究中，创业导向被认为是影响参与创业活动的支持性环境。已有研究认为高校的创业文化能够引发专利、衍生公司创建等个体创业活动[22]，创业导向与专利、衍生公司创建活动和产学合作活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23]。基于我国高校创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学生创业活动不仅是政府和大学近期关注重点，也是创业活动的重要补充。因此本文将高校毕业生创业和博士生择业也加入我国高校创业绩效评价中，提出以下关于创业导向和创业活动的关系假设，旨在检验高校创业导向的突出创业绩效。
H7  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专利活动正相关。

H8  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衍生企业创建活动正相关。

H9  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的产学合作活动正相关。

H10 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其博士生校外择业活动正相关。

H11 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其学生毕业后的创业活动正相关。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我国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和前600名大学中的最后30所大学的院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保证代表性的同时实现有效对比。调查院系涉及工程、自然科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航空航天科学与农业科学等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这些学科更易于感知自身的创业使命，更容易衍生出创业活动。样本整体上一方面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可以反映中国大学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它们在历史、规模、传统和特点上彼此不同，有助于实现对比。由于研究关注院系层次的创业导向，因此选取大学院系主管为调查对象保证大学院系层次创业数据的准确收集。
研究首先对问卷进行了预调研，将初始问卷发放给了一些教授和潜在受访群体，考虑其评价和反馈意见。此后，所有调查问卷以电子邮件方式在2016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发送至上述大学院系主管的电子邮箱。此次发放的总体数为4 578人，分别对应130所高校的自然学科与应用学科院系主管，其中工程1 919人，自然科学715人，生物化学724人，计算机科学404人，医学662人，航空航天科学78人，农业科学76人。研究者分别在邮件发送一周和三周后发送了提醒邮件，其中1 013人无法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最终，研究共收到593份回复，总回复率为16.63%。其中250份调查问卷由于缺失值比例较高（超过20%）而剔除，余下343份作为数据分析样本。样本中女性占比15.74%，任院系主管3年以上的占比81.34%，来自各学科的比例与目标人群比例相近。检验结果表明数据为随机缺失，后续分析中将对缺失值进行平均值替代[24]。

2.2  变量测量

针对创业导向变量，我们使用Todorovic[10]的量表来衡量中国高校院系创业导向。量表经过双向翻译过程，并基于预调研结果进行了部分修改，最终形成研究动员、非常规性、产业合作、学校政策4个维度23个题项的量表。针对院系创业导向影响因素，区域经济环境通过院系所在地区GDP衡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层次和各院系从事技术转移的教职员数量分别按照公开数据和受访者反馈进行统计；国家资助比例通过询问受访者所在院系过去3年期间接受国家资金资助的比例区间获得。院系创业活动数据大多通过询问受访者获得，包含院系教师过去3年所形成的专利数量、衍生公司数量和合作企业数量的调查，同时还包括学生毕业后成为创业者的比例及博士学生校外择业的比例，这些比例基于回收数据转化为七级数据。

3  数据分析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考虑到我国大学创业的典型性，我们使用来自大学排名前100名的305个样本数据，运用LISREL软件进行创业导向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进行创业导向的一阶和二阶因子模型比较，检验结果表明二阶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更好，与现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二阶四因素模型中，模型初始拟合效果较差：(2（226）= 1 097.80，p <0.001，RMSEA=0.113，GFI=0.76，CFI=0.96，NFI= 0.95，NNFI=0.96。随后，非常规性维度中的一个题项由于标准化回归系数太低而被剔除，表明该题项可能不适用于中国情境。经过模型修正后，模型拟合效果显著改善：(2（222）= 814.35，p <0.001，RMSEA = 0.094，GFI =0.81，CFI = 0.97，NFI = 0.96，NNFI =0.97，((2= 283.45，p <0.001。此外，四个因子的复合信度均大于0.70，AVE值均大于0.50，表明大学创业导向量表在我国情境下具有可靠性。

3.2  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样本数据特征的描述性统计，我国130所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平均值为5.02。尽管参与调查的大学院系平均创业导向不能完全代表大学的整体创业导向，但仍反映出我国不同大学的院系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创业导向。
表1 数据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
	变量
	N
	%

	地区
	343
	
	国家资金比例
	343
	

	    东部
	156
	45 
	    少于40%
	73
	21

	    中部
	89
	26 
	    40%-50%
	41
	12

	    西部
	67
	20 
	    50%-60%
	50
	15


	    东北
	31
	9 
	    60%-70%
	44
	13

	排名
	343
	
	   70%-80%
	61
	18

	    前50
	154
	45
	   80%-90%
	33
	9

	    50-100
	151
	44
	   超过90%
	40
	12

	    前600名中的最后30名
	38
	11
	从事技术转移的教师数
	343
	

	技术转移办公室
	343
	
	    无
	58
	17

	    无
	108
	31
	    1-2 人
	96
	28

	    大学层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27
	8
	    3-4 人
	80
	23

	省级技术转移办公室
	23
	7
	     5-6 人
	33
	10

	    国家级技术转移办公室
	185
	54
	     7-8 人
	19
	6

	
	
	
	     9-10 人
	12
	3

	
	
	
	超过10人
	45
	13


3.3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检验六个因素对我国大学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均通过，表明本研究数据适用于方差分析。首先，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和不同排名区间的大学院系创业导向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拒绝假设H1和H3。除区域和声望外，拥有不同数量技术转移人员、不同级别技术转移办公室、来自不同学科和获得不同国家资金的院系间，其创业导向显著不同。为进一步找出每组间的主要区别，对各组进行了两两比较。
关于国家科研资金资助占院系比，院系拥有国家资助资金占比90%以上的部门，其创业导向明显低于70-80%，60-70%，50-60%，40-50%和40%以下的组，50-60%和40-50%组的创业导向则均显著高于70-80%、80-90%及90%以上的组。因此，数据表明院系层面40-50%和50-60%的国家资金资助是相对适当的比例，过高和过低均不益于大学创业导向形成，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针对从事技术转移人员数量，10人以上、5-6人、3-4人组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无人和1-2人组，而7-8人组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无人组。结果表明，如果大学院系没有人或只有1-2个人从事院系技术转移工作，则院系创业导向相对较低。而当人数增加到4人以上时，创业导向将会显著提高。另外，具有国家级技术转移办公室的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缺乏的大学院系。因此，假设H4和假设H5得到部分支持。针对不同学科，结果显示工程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自然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与农业科学的相关院系，生物科学院系的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医学院系，表明假设H6得到有力支持。总体而言，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我国情境下国家资金资助、技术转移人员数量、技术转移办公室及不同学科会影响创业导向的假设。

针对创业导向与其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首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与院系拥有的专利数量（p<0.01）、衍生企业数量（p<0.01）、合作企业数量（p<0.01）、博士毕业后校外择业比例（p<0.01）、毕业生创业比例（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研究创业导向在促进大学院系创业绩效方面的作用，分析结果见表2。回归模型中包括四个控制变量。在表2中，除了模型9之外的线性回归均非常显著。但是，由于本文旨在研究大学院系创业导向是否可以影响创业绩效，而以创业导向为自变量的模型10非常显著，因此创业导向作用仍可以解释。针对每个创业绩效，表2中模型1、3、5、7和9是仅由控制变量组成的基准模型，模型2、4、6、8和10则是加入创业导向变量后的效果。在模型2中，创业导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b = 0.179，p <0.001），为假设H7提供了强力支持，即大学院系创业导向与院系专利活动正相关。假设H8预测大学院系创业导向与衍生企业创办活动正相关，由模型4进行验证（b =0.185，p <0.001）。 假设H9预测大学院系创业导向对企业合作活动间具有积极推动效应，模型6的结果显示创业导向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 = 0.091，p <0.10），假设得到验证。模型8的结果支持了假设H10，即院系创业导向与博士校外择业活动呈正相关（b = 0.260，p <0.001）。最后，模型10验证了假设H11，即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于毕业生创业活动高度正相关（b = 0.197，p <0.001）。因此总体来说，假设H6到H11均得到了支持。另外，所有线性回归结果中，模型6中创业导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低于其他模型，意味着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对产业合作活动的影响要小于其他创业活动。

表2 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专利发明 
	衍生企业创办 
	产业合作
	博士校外择业
	毕业生创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创业导向
	
	0.179***
	
	0.185***
	
	0.091†
	
	0.260***
	
	0.197***

	控制变量
	
	
	
	
	
	
	
	
	
	

	在职时间
	
	
	
	
	
	
	
	
	
	

	0-5年
	
	
	
	
	
	
	
	
	
	

	5-10年
	-0.035
	-0.039
	0.453
	0.047
	-0.076
	-0.079
	-0.064
	-0.072
	-0.026
	-.0032

	>10年
	0.000
	-0.004
	0.435
	0.000
	-0.029
	-0.031
	0.004
	-0.007
	-0.014
	-0.091

	大学排名
	
	
	
	
	
	
	
	
	
	

	前100 
	0.127*
	0.114*
	0.097†
	0.081
	0.109†
	0.102†
	0.183**
	0.170**
	-0.009
	-0.021

	后 30 
	
	
	
	
	
	
	
	
	
	

	地区
	
	
	
	
	
	
	
	
	
	

	    东部 
	0.076
	0.050
	0.014
	-0.011
	-0.003
	-0.015
	0.235*
	0.198*
	0.093
	0.062

	    中部 
	-0.088
	-0.094
	0.103
	0.094
	-0.095
	-0.098
	0.084
	0.081
	0.146
	0.138

	    西部
	-0.049
	-0.058
	0.065
	0.053
	-0.082
	-0.087
	0.044
	0.029
	0.037
	0.026

	    东北 
	
	
	
	
	
	
	
	
	
	

	教师数量
	0.408***
	0.418***
	0.366***
	0.378***
	0.211***
	0.217***
	0.026
	0.043
	-0.017
	-0.005

	F
	12.075***
	12.596***
	7.864***
	8.731***
	3.696**
	3603**
	3.890***
	6.719***
	0.534
	2.120*

	(R2
	0.031***
	0.034***
	0.008†
	0.066***
	0.038***


† p<0.1，* p<0.05，**p<0.01，*** p<0.001；(R2 是有无创业导向作为自变量的模型间的R方差值。

4  研究讨论与结论

（1）环境因素对我国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经济区域、技术转移投入、学科属性、国家资助经费和大学声望对我国大学院系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校院系所处的经济区域不会对其创业导向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由于我国四大地区的经济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仅东部地区GDP显着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可通过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以激发大学创业动力[15]，但较低经济水平地区的大学也有创办衍生企业的强烈动机，因而创业导向差异不显著。

类似地，以国家资金为经费主要来源的大学院系，其创业导向并不充足。这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情境下，拥有较多国家资金、排名较靠前的大学由于缺乏经济压力可能反而缺少参与创业活动的意愿。与先前研究的不一致表明，促进高校院系创业导向的环境因素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会抑制创业文化。因此，如何平衡潜在因素的影响需要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给予更多关注。

研究结果也表明技术转移人员和机构的支持对于引导高校院系创业导向非常重要。技术转移人员多、隶属大学拥有技术转移机构支持的院系创业导向明显高于其他院系，与已有研究结论部分一致[14]。因此，有必要持续强化大学技术转移投入，通过专业技能的有效输入来推动创业型大学的构建。

另外，研究结果显示应用学科院系的创业导向显著高于基础科学学科院系，与Cohen等人[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而计算机科学等应用科学的创业导向并不显著高于自然科学，可能是由于我国相关学科的专利研究和开发并不成熟，缺乏研究商业化的动力。与本文假设相反，院系所属大学排名对院系创业导向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高校创业导向较少受到大学综合实力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为，在全民创业文化培育下，不同排名大学在资源和声誉上的差别目前尚未成为影响创业导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鼓励排名较高大学构建创业型大学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开展创业活动。

（2）中国情境下大学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中国大学院系的创业导向所驱动的正式活动和非正式活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校院系的创业导向将推动这五项创业活动。其中专利和衍生企业活动推动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23]。具有较高创业导向的院系将为创新和商业化提供支持性和促进性文化，极大地激发学术单位申请更多的专利、创办更多的衍生企业，甚至参与和产业的更多合作。相较之下，我国高校创业导向对产学合作的影响较小，可能是产学合作具有传统学术活动的延伸特征，其创业特征不够突出。高校院系创业导向也会增加毕业生创业的可能性，特别是博士毕业生可以推动大学系统知识和技术的转移[25]，扩大大学对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高校创业导向也能驱动丰富的创业活动，支撑创业型大学构建。

（3）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结合我国情境生成了具有针对性的创业导向量表，发现某些影响高校创业导向影响因素在我国并不适用，同时从学生创业活动视角补充了现有高校创业活动。因此，研究从研究情境和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业型大学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型大学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大学和政府评估我国高校院系创业情况提供工具。基于研究成果，政府应该加强对大学产业技术转移的重视，制定扶持性政策，为创业活动如专利和衍生企业创建创造有利环境。大学应进一步加大技术转移人员投入，创造激励性环境的大学政策，以推动向成熟创业型大学转型。同时，政府和大学都应认识到，某些政策和措施的积极和负向影响需要系统平衡。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数据来源于大学院系负责人，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其次，研究样本在某些程度上不足以代表中国所有大学。再次，本次调查主要聚焦于高校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的院系。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在中国情境下探讨高校创业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围绕不同情境和不同需求展开相关理论研究，以充分发挥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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